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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是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因素. 
过去 300 年间, 我国土地利用与覆被发生了较大变化, 林地面积迅速减小, 垦殖扩张明

显, 均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采用通过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重建

的历史土地数据, 分析了过去 300 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 研究表明: 在研究

时段, 耕地面积持续增加, 从清前期 1661 年的 60.78×106 hm2 增加到 20 世纪末的

96.09×106 hm2; 森林面积从 1700 年的 248.13×106 hm2降至 1949 年的 109.01×106 hm2. 受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影响, 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也随之变化. 其中, 地上植被破

坏引起的碳排放大约为 3.70 Pg C; 土壤有机碳排放介于 0.80~5.84 Pg C 之间, 最适估计

为 2.48 Pg C; 植被和土壤变化引发的碳排放总计达 4.50~9.54 Pg C, 最适估算为 6.18 Pg 
C. 这远小于国外学者估算所得的 17.1~33.4 Pg C 的排放量. 碳排放的空间分异明显, 由
于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植被破坏相对较大, 过去 300 年间这两个地区受土地利用与覆

被变化影响的碳排放也较大, 其余排放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内蒙古地区、华南西部地区、

新疆和青藏高原区; 而作为历史上传统农区的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

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影响相对较小. 但是近年有关研究显示, 目前全国自然植被活

动增强, 土地利用活动, 特别是农林活动正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产生比较明显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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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是人类改变陆地生态系统

生物质(biomass)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 是影响陆地

系统碳循环过程, 引起碳源、汇变化的重要原因 [1]. 
过去 300 年, 世界人口增长迅猛, 农业垦殖空前扩张, 
自然植被面积锐减 [2~4]; 过去250年间, 大气CO2浓度

增加 31(±4)%, 其中主要是人类活动排放所致, 土地

利用与覆被变化是其主要方面 [5]; 过去 150 年, 化石

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等活动以CO2 形式共向大气释

放 270(±30) Pg C; 同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向大气释放

136 (± 50) ~156 Pg C, 占人类总排放量 1/3 以上 [1,6]. 
近年来, 全球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在陆地与大

气碳交换中起着碳源作用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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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循环关系研究特别重

视历史时期的变化. IPCC关于气候变化的第三次科

学报告多处引用有关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碳

排放的研究结果 [5,14~16]. Schimel等 [12]认为, 历史过程

是未来碳循环研究的关注焦点. 2006 年, Kaupp等 [17]

采用“森林恒等式”(forest identity)方法, 根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 综合衡量森林面积和密度两

项指标, 分析了全球森林覆被的变化历史及其对陆

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在历史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关系研

究中 , Houghton 等采用 “ 簿记 ” 模型 (Bookkeeping 
Model)的估算影响较大 [14,18,19]. 他们最早于 1983 年

开始构建“簿记”模型, 简要估算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 [18]. 多年来, 
他们对这项全球研究又进行过多次修改与完善 [20,21], 
将上述模型应用于赤道热带地区 [22]、赤道亚洲 [23]、

美国 [24]以及中国 [19]等地, 估算了历史土地利用变化

对陆地碳循环的影响.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与陆地碳储量关系研究

的关键是基础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和资料的准确性和

完备性. 在短时间尺度上, 土地调查和对地遥感观测

数据均可满足研究需要 [7]. 就历史时期而言, 资料匮

乏却是全世界学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制约了许多研

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 在IGBP的BIOME300, LUCC, 
GCTE, GLP(Global Land Project)和iLEAPS等研究计

划共同推动下, 重建过去环境, 特别是重建过去 300
年全球土地覆被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25]. 其中, 荷兰

环境评价局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所建的“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 (Historical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YDE)和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心(SAGE)所建

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Global Land Use Database)
都是较重要的尝试 [26,27]. 在此基础上, 有人对原始土

地利用数据进行加工, 又得到“土地利用转型”数据集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Database)[28]. 这些数据集

的主要资料来源于遥感观测、土地清查和人口普查等. 
在没有直接土地利用资料的情况下, 根据人口与环

境要素之间的关系, 通过数量化模型方法回推历史

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 [27]. 而且上述数据集都是具有

地理属性的格网化数字产品, 能够反映全球大势, 但

相对比较粗略. 比如, 其中的中国区域数据便与实际

情况相差甚远. 这是由于这些数据库的大部分土地

数据都是由人口、消费等社会经济参数间接推导而来. 
推理过程中有许多假设, 增加了数据集的主观性, 这
是同类工作所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除土地数据之外,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还

涉及森林等生态系统的生物量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

数值 [19]. 生物量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是植被生态和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重要指标, 受许多自然和人文因

素影响, 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 植被碳密度在国外的

大规模研究, 始于上世纪中期国际生物学计划(IBP)
对各地森林生物量的调查和研究 [29]. 同类研究在我

国起步较晚, 但是进展很快, 研究成果既包括由野外

植被生态调查所推算的各类生物群区(biome)的生物

量 [30], 也含根据森林清查数据按行政单位总结的区

域生物量密度 [31~33]. Fang等 [31,34]采用生物量转换因

子法, 在各类实测和清查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各地

森林的生物量碳密度 [35]. 土壤碳密度与地面植被关

系密切, 主要由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容重和土体中

>2 mm石砾的体积分数共同确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 土地

垦殖扩展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学者从不

同角度出发, 估算了历史时期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及

所引起的碳排放. 但是, 由于资料匮乏, 加之他们对

中国情况掌握极其有限, 其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反

映客观实际. 
有鉴于此, 笔者在多年对历史时期中国土地利

用与覆被变化研究的基础上 [36~38], 根据已掌握史实, 
剖析了中国近 300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 并采

用模型方法估算了该时段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试图为更加客观地说明该时段

土地利用变化的原貌, 为科学分析其环境效应提供

理论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是土地利用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

环研究的根本, 换言之, 准确评估土地利用与覆被变

化是深入剖析陆地碳储量变化的基础; 而精确的碳

密度测度则是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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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1.1.1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数据 

与国外情况不同的是, 过去 300 年间中国记述农

业、林业的各种历史文献林林总总, 直接或间接地记

录了当时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详细过程. 300 年间, 
三种不同的政权形式使土地政策、农业经济和赋税制

度等方面的记录各不相同, 给统计分析带来了很大

困难. 针对各时期特点, 本文所涉资料主要源于以下

几个方面:  
(1) 清代部分: 主要引自清朝官修正史、地方志、

类书、游记、文人笔记、官府文书和名家文集等. 此
外, 还参考前人相关研究论著所考证的清代土地利

用资料和数据 [39~41]. 其中, 耕地数据主要来自葛全

胜等 [36]“过去 300 年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驱动因

素分析”一文的估算, 对于 18 行省以外的部分, 采用

了李文治 [42]和Perkins[43]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插补. 
对于清前期的森林面积变化, 除上述原始文献以外, 
主要还参考了凌大燮 [44]、樊宝敏等 [45]、陈嵘 [46]和马

忠良等 [47]的研究成果, 数据主要来自何凡能等 [38]“近
300 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一文. 

(2) 民国时期: 耕地方面主要采用了国民政府相

关部门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统计数据, 综
合了当时关于土地利用研究的主要观点 , 涵盖

Baker[48]、Buck[49]、张心一 1)、乔启明等 [50]的研究成

果, 同时兼备统计局等部门的诸多统计材料. 此外, 
李文治 [42]、何秉棣 [51]等学者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利用

的观点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 林地方面, 除上述总论

性质的林地面积讨论方面的研究外, 还特别采用了

民国政府实业部统计年鉴关于林地的数据和民国年

间的森林史研究成果 [39].  
(3) 现代部分: 1949 年以后的耕地数据主要采用

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省系列耕地面积数据, 该数

据与国土资源部(含原国家土地局)的数据虽然统计口

径有别, 但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强. 由于前者系统性好, 
统计时间较长, 而被本研究所采用. 

这一时期的林地数据主要采用林业部门对全国

进行的林业资源清查数据. 这些数据的获取从方法 

上说比较严谨, 所查项目较多, 信息量很大 [35]. 我国 
学者曾采用该系列数据研究过相关时段中国森林植

被碳储量等问题, 取得良好效果 [34]. 
上述各时段的多种资料可归为三类: 其一是清

朝、民国史料, 主要包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各种史

书、方志和传诸后世的文人作品, 这是获取本文各种

数据的基础资料. 其二是政府清查和统计资料, 是民

国时期及此后耕地和林地变化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其三, 前人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其中, 主要土地资

料的耕地数据基本系等间距地自历史文献资料考订

而来, 300年间相邻耕地数字的平均时间间距为26年; 
林地数据是以基础年份的数字为标准, 按照资料插

补和数据回朔方法依次按每 50 年的间隔估算得来. 
空间上, 这些数据主要以省域单元统计, 但是特别考

虑了主要林区和主要垦殖活动的影响.  

1.1.2  植被和土壤碳密度资料 

本文计算中的植被碳密度数据采用了Fang等 [31]

根据林业部门 1949~1998 年间七次清查数据所推算

的各地历次清查时段森林生物量碳密度的平均值(如
图 1(a)所示). 土壤碳密度采用了Wang等 [52]和刘纪远

等 [53]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 2473 个土壤剖面资

料, 应用地理信息模型估算的各地地表 0~100 cm范

围内森林土壤的碳密度数值. 这是关于我国土壤碳

储量和碳密度研究的代表性工作. 本文土壤碳密度

估算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由土壤有机碳含量剖面

资料的原始数据按行政区域合并计算得到(如图 1(b)
所示).  

1.2  研究方法 

与现代土地利用变化资料不同, 历史时期各种

土地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口径、数字性质、丰富程度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 因此资料同化、订正和处理方法是

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就土地利用变化与陆

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关系的研究而言, 在众多处理方

法中, Houghton等 [18]所建立、并在多处应用的“簿记”
模型得到普遍认可, 影响较大.  

(1) 资料处理方法. 为了得到一套统计一致、质

                          

1) 张心一. 中国农业概况估计. 南京: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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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密度示意图 

(a) 森林碳密度; (b) 土壤碳密度 
 

量较高、便于对比分析的土地利用变化的数据系列, 
本文在各类资料的同化、衔接等处理上采用了以下方

法.  
第一, 类比法和代用资料法: 本文引用了较长时

间尺度、不同性质的多种数据资料, 采用类比分析方

法对同类数据进行比较, 以突出其联系和区别. 耕地

数据的获取采用了代用资料法. 这是因为, 原始田亩

数据实际等同于赋税记录, 欲将其变成实际耕地面

积数量还需进行相关折合. 由于个别年份原始数据

缺失, 估算中使用类似数字作为代用资料, 如民国政

府主计处统计局所估算出的清末、民初的耕地面积指 
数 [54]就被用于插补缺失年份的耕地面积数据; 而且, 
这组无量纲的耕地面积指数也是清朝、民国和新中国

等几种性质不同的耕地数据之间的纽带, 将其科学

地衔接起来.  
第二, 断面定量比较与多时段数据整合的信息

对称校正法: 该方法通过寻找共同研究区间、进行同

类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等方法, 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

和不同性质的各种土地利用、农业垦殖等数据同化、

加工成一组计量一致、性质相同的数据系列, 用于研

究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与陆地碳循环之间的关    
系 [36~38]. 

(2) 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变化与碳循环关系研

究方法.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

类. 其一是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来估算不同时期、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和碳密度动态, 推算陆地生态

系统碳收支; 其二是采用森林清查资料的估算途径. 
由于森林是地表的主要碳库, 森林植被是陆地生物

圈的主体 , 约有 85%的陆地生物量集中在森林植  
被 [55]. 通过森林清查的详细数据可以了解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动态的主要方面. 其三是采用各种环境

参数模型方法, 利用环境因子与陆地植被生产力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建立模型, 间接地推算陆地植被

生物量和碳储量变化. 但是, 不同模型的估算结果差

别极大, 而且任何此类模型对于全球范围的碳平衡

估算都达不到所需精度, 一般不采用这类模型方法

进行宏观尺度的碳平衡估算 [19]. 因此, 依据土地利

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来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

便成为全球和洲际尺度研究的重要方法. Houghton等
采用“簿记”模型所做工作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14,18,24].  

1.3  “簿记”模型 

“簿记”模型曾经被作者用于估算世界九个国家

或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管理差别所引起的碳源、汇

的动态特征 [14,18,19,24]. 模型主要需要两类数据: 一类

是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数据, 另一类是因土地利用

和土地管理方式不同而引起的碳密度变化数据.  
“簿记”模型追踪活质生物体、枯枝落叶、木材产

品和不同土地类型土壤碳的储量及其变化, 被认为

是探究陆地生态系统各碳库碳从“摇篮”到“坟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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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行之有效的方法, 据此最终确定陆地与大气碳

交换的数量, 将全部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陆地生

态系统生物量碳都考虑了进去, 其中包括活质生物

体、土壤、枯枝落叶以及木材产品等要素及其变化. 
比如, 植株枯死以后的腐化时间、森林再生等陆地生

态系统过程均是其研究对象. 该模型虽然是一个计

数模型, 但是蕴含许多基础生态过程, 将这些过程表

达成各式干扰曲线, 具有生态过程模型的许多特征.  
本文利用上文所述的过去 300 年中国分各省区耕地

与林地变化数据, 采用“簿记”模型方法, 在适当假设

的基础上, 估算了近 300 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

碳储量的影响.  
(1)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地上植被的碳储量变

化.  本文所述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指各类毁林活动

和随之而来的土地垦殖. 被毁森林经过人类活动干

扰后, 一部分生物量以枯枝落叶的形式留在了原地, 
另一部分生物量被取作他用, 或用于建筑工程, 或用

于家具制作, 或用作薪炭燃料等. 计算采用Houghton
等 [18,23]的方法, 设留在原地的生物量碳占总被毁森

林生物量碳的 40%, 这部分生物量以 0.1 a−1的速率进

入土壤. 虽然被取走生物量碳最终都进入大气, 释放

二氧化碳, 但是这些生物量中不同用途部分具有不

同的氧化速率. 其中, 20%以 1 a−1 速率迅速被氧化, 
30%被制成非耐用品以 0.1 a−1 的速率被氧化, 其余

10%以 0.01 a−1的速率缓慢被氧化. 最终上述被氧化部

分累加得到森林破坏所引起的地表植被碳排放总量. 
(2)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土壤碳储量变化.  森

林被破坏及其引起的土壤有机碳变化实际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土壤学和生态学过程, 多项相关研究的结

果各不相同, 有的相差甚远. 研究表明 [56,57], 森林破

坏之后将引起大量土壤有机碳损失. 如果森林转化

为牧场, 那么 5 年内土壤有机碳含量将减少 20%; 如
果森林转化为农田, 5 年内土壤有机碳会减少 40%. 
换言之, 森林利用现状的改变一般会造成 20~50 年内

多至 20%~50%的有机碳损失. 其中, 大部分损失源

于地表有机质被侵蚀. 表面上看, 森林采伐本身对土

壤有机碳含量似乎影响不大, 但因为砍伐和毁林事

件改变了林下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影响到土壤生

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 而此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

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更大, 因此, 应该将采伐活

动影响和采伐之后的垦殖影响分别对待. 
本文在计算土壤碳储量变化过程中 , 参考

Houghton等 [22,24]关于毁林后林下土壤有机碳损失的

分析方法, 同时结合近年土壤碳循环研究的最新成

果, 分两步进行估算: 首先, 森林毁坏 50 年后, 林下

土壤有机碳会有大量减少 , 与干扰前相比可减少

20%~50%. 再按照中国区域土壤碳损失的实际情况, 
按照三种方案进行计算, 即与起始阶段土壤碳含量

相比, 毁林使 50 年后土壤碳分别损失 20%, 30%和

50%. 其次, 森林砍伐后立即进行的农业垦殖又平均

使土壤有机碳在 50 年内减少 20%. 最后, 将这两部

分汇总得到土壤损失有机碳的总量, 再与毁林后地

上森林枯枝落叶逐年进入土壤所增加的土壤有机碳

合并考虑便得出森林破坏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实际

影响. 

2  研究结果 
过去 300 年间, 特别是清前期, 因清政府农业政

策刺激、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对土地利用活动都产生

了巨大影响,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发生明显变化 [36]. 
其中, 耕地面积的急剧增加和森林面积持续下降是

这一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面. 由于耕地和林

地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密切, 前人关于土地利用的

各种文献中, 这两方面资料也最为丰富, 为本研究奠

定了坚实基础. 而且, 耕地和林地变化也是影响陆地

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主要原因, 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

过去 300 年间耕地和林地两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所

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情况. 

2.1  过去 300 年中国耕地变化的主要特点 

史籍所载的清代全国耕地面积一直是学界激烈

争议的一个研究课题, 其偏差和复杂性很大 [51]. 很
多学者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 至今仍众说纷纭, 尚无

定论. 但是通过对众多资料的甄别和分析表明, 清代

全国的耕地面积研究上有两个值得密切关注的事实. 
其一, 两组反映清代耕地面积大致比例关系的耕地

面积指数参考价值很高 , 即 1661~1887 年 [42]和

1873~1933年 [54]的耕地面积指数, 它们曾被多处引用, 
特别是Perkins [43]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析 . 其  
二是几个标准年份的耕地面积数据基本可靠,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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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 年、1766 年、1873 年、1933 年和 1957 的耕地

面积数据. 于是可根据上述比例关系和特征年份的

具体数字将过去 300 年间的耕地面积数据衔接起来, 
得到一组相对比较符合实际的基础数据系列(见图 2). 

 
图 2  1661~2000 年 18 行省和全国耕地面积变化 

18 行省数据来源于葛全胜等 [36]; 全国数据中 1661~1887 年间数字

据李文治 [42]; 1933~1957年数字据Perkins[43]; 1957年之后的数据根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 [60] 

 
过去 300 年, 中国耕地面积有持续、快速增长的

变化趋势, 可从全国和内地 18 省的耕地面积变化上

得到证明(见图 2). 特别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 这种

趋势更为明显 [36]. 咸丰年间(1821 年), 清代人口超过

4 亿 [58], 由于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农业垦殖也在这

一时期达到顶峰. 山地垦殖是当时农业活动的主要

特征. 政府对深山老林的封育禁令不如此前严厉, 新
品种引种也为垦殖扩张提供了条件 [59]. 19 世纪中叶

之后至新中国成立阶段, 受战争、社会动荡以及人口

波动等影响, 垦殖活动才渐显停滞趋势. 新中国成立

之后, 由于植树造林等农、林业政策的实施, 林地面

积增加较快, 而同期的耕地面积增加减缓, 甚至有些

时段还有所减少. 过去 300 年间, 传统农区耕地变化

的时空差异详见葛全胜等 [36]的有关工作.  

2.2  过去 300 年间林地面积变化 

历史时期的森林面积减少是我国过去自然环境

变迁的重要内容, 清代以来, 森林面积的减少趋势在

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比较罕见.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垦 
殖历史的文明古国和农业古国, 长期的人类垦殖活

动是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 清代的森

林面积减少达到历朝历代的高峰, 尤以乾隆、嘉庆两

朝最甚 [59]. 过去 300 年间, 中国森林面积的总体趋势

表现为 1949 年之前的锐减和之后的较快恢复(见图

3“ 总 值 ”). 据 估 算 , 1700 年 全 国 森 林 面 积 达

248.13×106 hm2, 但是截至 1950 年, 森林面积仅余

109×106 hm2, 降至 300 年来的最低值, 共减少了一半

以上 [38]. 此后受政府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等政策影

响, 森林才有所恢复, 植物活动有所增强. 至 2000 年, 
森林面积恢复到 189.34×106 hm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9 年之前, 全国除京津冀地区外, 省域森林面积均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图 3). 这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重大

影响, 引起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剧烈下降.  

2.3  耕地与林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 

分析表明, 研究时段的森林和耕地面积变化是

相互关联的, 常常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清前期

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的时期, 恰好是林地面积锐减的

时期. 新中国建立之后, 森林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则呈

现相反的趋势. 这可以从以下 2 个方面得到深刻反

映.  
首先, 在过去 300 年中, 省域范围耕地面积的增

加和林地面积减小经常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图 4 反

映了过去 300 年山西和京津冀地区耕地面积与林地

面积的相互变化关系. 
其次, 根据最近林珊珊 [61]采用地理信息手段的

估算, 过去 300 年耕地面积的增加和林地面积的减少

常常都发生在海拔较高(如图 5(a))和坡度(如图 5(b))
较大的区域. 这说明, 虽然新增耕地不全来源于原有

林地, 但是耕地面积的增加还是以牺牲高山陡坡所

分布的部分林地为代价. 而且越是后期, 这种高山陡

坡开发越明显.  

2.4  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过去 300 年, 中国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较大, 
并已经引发重大环境效应. 其中, 对陆地生态系统碳

循环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根据上文所述,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主要通过 3 个过程影响陆地生

态系统的碳储量. 其一是森林破坏后损失生物量氧

化所释放的碳. 这与地表森林类型、森林长势和碳密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   2008 年 第 38 卷 第 2 期 

 

 

203 

 
图 3  过去 300 年中国林地面积变化示意图 

数据来源: ①文献 [38]; ② 第 1~6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图 4  过去 300 年山西省(a)和京津冀地区(b)耕地面积和森林面积的变化示意图 

 

度等植物生态学特性, 以及被毁森林树木的不同用

途及其氧化速率有关; 其二, 森林破坏之后的耕作影

响, 主要是通过耕作翻搅等活动影响土壤生态系统

的碳储量; 其三, 在森林破坏后, 一部分树木以枯枝

落叶的方式将一部分生物量按照一定的速率逐渐腐

殖质化, 最终将有机碳归还给土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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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传统农区过去 300 余年增加耕地与海拔高度(a)和坡度(b)的关系示意图 [61] 

 
本文首先分别考虑地表植被和地下土壤的碳储

量变化, 然后将两者归并, 得出过去 300 年中国土地

利用与覆被变化所引起的中国区域(台湾岛和南海诸

岛因数据缺乏除外)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 由
于 1949 年之后的垦殖活动与森林变化对陆地生态系

统碳储量影响的事实相对比较清楚, 因此本研究估

算截至 1949 年.  
(1) 地表植被破坏所引起的生物量碳释放.  按

照上文所述, 地表植被破坏释放碳的方式主要有 3 个

途径, 即其一是直接氧化释放, 占总生物量碳的 20%; 
其二是以非耐用品方式氧化释放, 占总生物量碳的

30%, 氧化速率为 0.1 a−1; 其三是以耐用品方式氧化

释放, 占总生物量碳的 10%, 氧化速率为 0.01 a−1. 本
文按照森林破坏后树木的不同用途及其氧化速率 , 
推算了相应情形下生物量的氧化过程及其所引起的

碳储量变化, 将各过程合并, 得到地表生物量碳释放

的总量(见表 1各时段 “植被” 栏). 过去 300年, 中国

土地利用变化, 特别是森林破坏引起植被碳的总排

放量约为 3.70 Pg C. 研究时段上的植被碳排放逐渐

加快, 后期的排放远大于前期. 
(2) 土壤生态系统碳排放.  植被破坏后土壤碳

储量的变化主要包括 2 个过程, 即森林破坏引起土壤

侵蚀和耕作活动对于土壤翻搅引起土壤碳释放, 但
是森林破坏之后, 枯枝落叶归还土壤又使土壤碳储

量趋于增加. 将 2 个过程分别计算, 然后合并, 最终

得到整个土壤生态系统由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而

引起的碳排放(见表 1 各时段“土壤”栏). 基于毁林 50
年后土壤碳损失 20%~50%的事实, 分别计算 50年后, 
土壤碳储量损失 20%, 30%和 50%三种情景. 结果表

明, 在这三种情景下, 土壤碳排放量差别极大. 当毁

林 50 年后土壤碳损失 20%时, 过去 300 年间土壤碳

损失 0.80 Pg C; 当毁林 50 年后土壤碳损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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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过去 300 年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地表植被和地下土壤碳储量变化(单位: Pg C)a) 

时段 1700~1750 1750~1800 1800~1850 1850~1900 1900~1949 

地区 植被 土壤 植被 土壤 植被 土壤 植被 土壤 
 

植被 土壤 
合计 

京津冀 −0.0081 −0.0058 −0.0096 −0.0083 −0.0127 −0.0102 −0.0132 −0.0110 −0.0155 −0.0126 −0.1070
山西 −0.0030 −0.0003 −0.0064 −0.0009 −0.0072 −0.0012 −0.0072 −0.0013 −0.0091 −0.0014 −0.0380

内蒙古 −0.0238 −0.0114 −0.0278 −0.0169 −0.0288 −0.0168 −0.0528 −0.0283 −0.0593 −0.0350 −0.3009
辽宁 −0.0048 −0.0037 −0.0058 −0.0054 −0.0059 −0.0053 −0.0062 −0.0055 −0.0225 −0.0182 −0.0833
吉林 −0.0113 −0.0056 −0.0139 −0.0086 −0.0202 −0.0115 −0.0275 −0.0159 −0.1533 −0.0790 −0.3468

黑龙江 −0.0323 −0.0469 −0.0507 −0.0815 −0.0656 −0.1040 −0.1022 −0.1589 −0.3567 −0.5361 −1.5349
沪宁 −0.0011 −0.0007 −0.0012 −0.0010 −0.0012 −0.0009 −0.0013 −0.0010 −0.0012 −0.0009 −0.0105
浙江 −0.0022 −0.0036 −0.0038 −0.0068 −0.0040 −0.0073 −0.0030 −0.0056 −0.0027 −0.0049 −0.0439
安徽 −0.0043 −0.0036 −0.0087 −0.0081 −0.0099 −0.0095 −0.0100 −0.0095 −0.0079 −0.0077 −0.0792
福建 −0.0054 −0.0032 −0.0084 −0.0058 −0.0112 −0.0076 −0.0143 −0.0097 −0.0124 −0.0090 −0.0870
江西 −0.0052 −0.0051 −0.0059 −0.0068 −0.0061 −0.0068 −0.0087 −0.0093 −0.0091 −0.0102 −0.0732
山东 −0.0008 −0.0005 −0.0011 −0.0007 −0.0011 −0.0008 −0.0011 −0.0008 −0.0037 −0.0022 −0.0128
河南 −0.0015 −0.0006 −0.0025 −0.0011 −0.0025 −0.0012 −0.0028 −0.0013 −0.0035 −0.0016 −0.0186
湖北 −0.0069 −0.0082 −0.0137 −0.0177 −0.0150 −0.0201 −0.0127 −0.0171 −0.0098 −0.0131 −0.1343
湖南 −0.0154 −0.0223 −0.0183 −0.0302 −0.0217 −0.0341 −0.0222 −0.0355 −0.0219 −0.0348 −0.2564
广东 −0.0125 −0.0073 −0.0184 −0.0128 −0.0201 −0.0140 −0.0241 −0.0163 −0.0333 −0.0222 −0.1810
广西 −0.0093 −0.0111 −0.0111 −0.0153 −0.0116 −0.0154 −0.0246 −0.0308 −0.0267 −0.0362 −0.1921
四川 −0.0660 −0.0297 −0.0979 −0.0537 −0.1200 −0.0651 −0.1407 −0.0762 −0.3641 −0.1787 −1.1921
贵州 −0.0119 −0.0090 −0.0151 −0.0136 −0.0191 −0.0164 −0.0201 −0.0176 −0.0328 −0.0272 −0.1828
云南 −0.0566 −0.0145 −0.0993 −0.0327 −0.0966 −0.0355 −0.1075 −0.0364 −0.0977 −0.0355 −0.6123
西藏 −0.0115 0.0024 −0.0139 0.0020 −0.0203 0.0032 −0.0213 0.0029 −0.0205 0.0027 −0.0743
陕西 −0.0030 −0.0014 −0.0124 −0.0062 −0.0142 −0.0083 −0.0055 −0.0041 −0.0070 −0.0034 −0.0655
甘肃 −0.0218 −0.0017 −0.0364 −0.0053 −0.0500 −0.0075 −0.0635 −0.0097 −0.0753 −0.0119 −0.2831
青海 −0.0128 −0.0028 −0.0165 −0.0052 −0.0214 −0.0063 −0.0254 −0.0077 −0.0260 −0.0081 −0.1322
宁夏 −0.0018 0.0002 −0.0022 0.0001 −0.0022 0.0001 −0.0022 0.0001 −0.0016 0.0000 −0.0095
新疆 −0.0264 0.0097 −0.0308 0.0095 −0.0589 0.0193 −0.0370 0.0095 −0.0335 0.0095 −0.1291
总计 −0.3598 −0.1866 −0.5317 −0.3328 −0.6474 −0.3833 −0.7569 −0.4969 −1.4071 −1.0778 −6.1803

a) 表中负号表示碳储量减少, 反之亦然 
 

时, 过去 300 年间土壤碳损失 2.48 Pg C; 当毁林 50
年后土壤碳损失 50%的情景下, 过去 300 年间土壤碳

损失 5.84 Pg C. 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及

以北气候带, 第二种情景比较符合土壤活动的实际, 
因此认为过去 300 年间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 土壤碳

总计损失约 2.48 Pg C 的估算结果最为适中. 
(3)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生态系统碳排放.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主

要包括上述地表植被破坏所引起的碳排放和土壤变

化碳排放两个方面. 显而易见, 将上述 2 部分陆地生

态系统碳排放量相加, 便得到过去 300 年间土地利用

与覆被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过去 300 
年间, 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植被

和土壤总计排放碳 4.50~9.54 Pg C, 最适估计为 6.18 

Pg C. 最适估算下, 各时段碳排放的区域差别见图

6(a)~(e), 全 国 总 排 放 的 区 域 差 异 见 图 6(f).  
1700~1949 年之间每 50 年的碳排放及土壤与植被排

放对比如图 7 所示. 

3  结论与讨论 
在过去 300 年, 特别是清时期, 中国社会经历了

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 有清前期“康雍乾盛世”的空前

繁荣、清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和清后期的迅

速衰退, 而且饱受战乱和各种社会动荡危害. 这些对

全国的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与管理都有较大影响 . 
在前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高增长水平下, 土地

垦殖扩张成为必然. 人口膨胀更是深刻影响到清代

及此后的农业垦殖和社会经济结构, 改变了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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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700~1949 年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引起的碳排放 

(a) 1700~1750; (b) 1750~1800; (c) 1800~1850; (d) 1850~1900; (e) 1900~1949; (f): 170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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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700~1949 年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引起的碳排放 

(a) 总体排放; (b) 植被、土壤对比 

 
态系统的许多环节及其碳循环机制. 其中, 森林破坏

和耕作扩展是引起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原始土地利用资料入手, 分析了过去 300 年全

国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主要特征, 估算了陆地生

态系统碳储量的动态,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3.1  森林面积变化 

研究时段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主要反映在森

林面积的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增加. 其间, 全
国范围的森林面积在 1700年为 248.13×106 hm2, 此后

开始持续降低, 截止 1949 年降至 109.01×106 hm2. 这
是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3.2  耕地面积变化 

据推算, 过去 300 年全国耕地面积增长比较迅猛, 
从 1661 年的 60.78×106 hm2 增加到 20 世纪末的

96.09×106 hm2. 而且, 后期增加主要反映在东北、内

蒙和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快速开垦上.  

3.3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 

(1) 总体变化: 清代以来, 受土地利用与覆被变

化影响, 全国地上植被破坏引起的碳排放大约为 3.70 
Pg C; 土壤碳排放介于 0.80~5.84 Pg C之间, 最适估

计为 2.48 Pg C, 300 年间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共计

4.50~9.54 Pg C, 最适估计为 6.18 Pg C. 由图 6, 7可见, 
研究时段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呈加速变化趋势. 
后期变化逐渐增加, 最大值出现在 1900~1949 年之间. 

而在各时段内, 植被排放均大于土壤排放. 但是, 全
球土壤碳库约是陆地生物质碳库的 2~4倍 [62,63], 土壤

碳储量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而且, 土壤变化过程比植

被的更复杂, 存在较为明显的滞后效应, 因此, 越是

后期, 土壤碳排放与植被排放就越接近.  
(2) 碳排放时空差异: 由于各地土壤和植被碳密

度以及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情形均不相同, 由此

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

差异.  
从图 6 可知, 1700~1750 年,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

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小, 碳储量减少不十分明

显. 该时期, 东北地区北部和西南地区碳储量有所减

少 . 传统农区的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改变不大 . 
1750~1800 年, 东北地区北部和西南地区的植被破坏

加重,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减少加快. 1800~1850 年, 
四川和东北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进一步加大, 
内蒙古地区碳排量较多. 1850~1949 年, 东北地区和

西南山地的植被破坏进一步加剧, 碳排放随之增加. 
由此可见, 研究时段后期全国山地比重较大省份的

生态系统碳排放明显增大, 这正是大规模山地垦荒

的严重后果.  
过去 300 年间, 东北地区北部受土地利用与覆被

变化影响的碳排放量最大, 其他碳排放较大的区域

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四川和云南、内蒙古、华南西部地

区、华中地区. 同时期, 新疆、华东地区和青藏高原

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相对较少, 这是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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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的自然植被本底较差, 或者以往开发程度已

经很高, 清代以来的开垦潜力不大所致.  

3.4  近年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碳
循环 

上述估算截至 1949 年, 近年来, 我国学者关于

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有关

结论具有较高的引用价值. Fang等 [34]研究表明, 1949 
~1980 年中国森林变化继续引起碳排放, 总计大约排

放 0.68 Pg C, 但是 1980~1998 年, 森林恢复更加明显, 
造林和再造林(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引起陆地

生态系统吸收大约 0.45 Pg C[34]. 最近 20 年以来, 中国

土壤有机碳呈现比较明显的增加趋势 , 大约增加

311.3~401.4 Tg C[64]. 因此近期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

引起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增加, 而且趋势明显.  

3.5  讨论 

(1) 近年来, 我国碳排放已经引起了国外有关方

面的密切关注, 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中国土地利

用与覆被变化以及对生态系统碳储量关系方面的研

究. 其中, Houghton等 [19]估算的影响较大, 具有代表

性. 其研究结果表明, 过去 300 年间, 我国由于土地

利用与覆被变化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量在 

17.1~33.4 Pg C 之间. 这与本文估算结果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 两项研究存在以下主要差别. 第一, 

研究单元差异较大. Houghton等 [19]以大区为单位进

行讨论, 将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东部平原、

西南、东南等几大区. 本文从省域尺度进行估算和分

析, 比前者在空间尺度上更为精细. 第二, 对于基础

时段的森林面积估算有较大差别, 他们认为 1700 年

左右中国的森林面积达 322×106 hm2, 比本文估算偏

大约 1/3. 该估算是基于国外有关全球变化的土地利

用数据库而来, 整体比较粗糙, 对中国区域的估算更

是偏差太大. 而本文是在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基

础上完成的, 因此两者的数据质量差异非常明显. 第
三, 两项研究对生物量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基础数

据的引用上有一定差别. 虽然都是采用相似出处, 但
是本文由原始数据推算而来, 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估

算精度较高.  
(2) 近年来, 笔者在历史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研

究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 尤其是对历史时期耕地变

化和森林变化的研究更是得到普遍认可. 但是, 对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研究也是我们所面对的重大

历史任务. 其中, 草地、荒漠等生态系统类型变化对

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也有一定影响. 这是笔者下

一步要深入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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